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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传统能源企业提质增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传统能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税收优惠政策。基于2015-2017年我国传统能源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传统能源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实证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能有效促进传统能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会影响研发投入和加计扣除力度，传统能源企业需要持续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率，提升研发质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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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 Effect of R&D Expense Super Deduction to R&D Input of Traditional Energy Listed Enterprise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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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tradi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in China to improve producti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the R&D cost pretax plus deduction is an important tax preferential policy, which promotes the tradi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ir own R&D investment,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traditional energy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17,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R&D expense pretax plus deduction for tradi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e R&D cost pretax plus deduction is effectively able to encourage the tradi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enlarging R&D investment. However, the debt-paying ability, operating capacity and profitability will affect the intensity of R&D investment and pretax plus deduction. Tradi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ne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the quality of R&D,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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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这是党的十九大对创新的新定位。企业的技术研发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但研发投入会面临资金、人才和管理等困难。为了鼓励企业积极研发，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企业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专用设备加速折旧、研发新产品销售收入减免税等等。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视角，企业研发费用扣除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进行了修订及完善，提高了研发费用税收扣除标准，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效果，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探讨，主要以高新技术企业、小微企业和战略新兴企业（如IT信息技术和新能源企业）为样本。研发加计扣除政策适用性方面，由于优惠政策侧重于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未能实现全覆盖，且在激励节能环保企业发展仍不够突出（张桂玲等[1]，2005；李丽青[2]，2007）。从企业层面来看，研发加计扣除政策还存在不确定性，申报起来有诸多影响因素，制约了优惠政策落实效果（Hall B [3]，1995）。部分学者坚持税收激励应有针对性的分期实施，灵活调整（方重等[4]，2011），也有观点强调实行普惠性的激励政策，更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孙亚华等[5]，2014；孙隆英[6]，2015；王嘉岳等[7]，2016）。
通过研发加计扣除与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分析，在激励效果方面，通常认为加计扣除政策效果最强，税率优惠其次，加速折旧最弱，因此有必要扩大税率式减免范围，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容易受到企业盈利能力影响，且对成熟度较低的企业来说激励效果较弱（吴松彬等[8]，2019），尝试制定组合式税收优惠政策不失为激励企业创新的良方（Christina Elschner et al. [9]，2011），比如对新的企业产品营收减免税款和研发加计扣除（吴祖光等[10]，2017）、税式支出和财政补贴（梁彤缨等[11]，2012）、研发加计扣除和税额抵免（Berube et al. [12]，2009）。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实际上常常会受企业异质性因素影响（夏梦雪等[13]，2018），从企业研发支出增长率上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部分从事特殊行业的企业激励效果较弱（Eisner et al. [14]，1984），一般规律上，民营集团公司比非集团公司更重视研发（倪婷婷等[15]，2018），就经营而言，运营稳定时，财政补贴的激励作用先增后减（Guellec D [16],2003）。
研究测算发现，能源企业研发力度在1%-3%时，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李闻一等[17]，2019）。我国能源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方面，目前仅新能源企业和以矿物燃料采掘为主业的企业研发投入较多，而能源加工与供应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少（魏晓平等[18]，2008）。目前有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传统能源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效应的研究较少，而且企业的异质性也会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不同传统能源企业研发激励效果存在差异。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选择亟待转型的的传统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传统能源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第二，将传统能源企业按明细行业进行了细分，包括传统能源辅助、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能源化工四类企业，目的在于分行业分类别了解传统能源企业的研发投入状况，旨在更加深入地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传统能源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差异性。第三，选取了上市的传统能源企业为样本，搜集了2015-2017年逐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后的企业数据，有利于探究研发加计扣除对传统能源企业激励效果的时间变化。第四，本文发现，我国传统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变化不仅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有关，还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与管理水平相关，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为传统产能过剩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按照税法规定，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实际发生额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数额的一种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始于1996年，起初范围仅限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后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享受优惠的主体和范围不断扩大。2013年9月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大幅度提升了企业研发费用的扣除范围，规定企业与研发投入相关的费用均可在税前扣除。2015年11月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放宽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研发活动范围，明确了部分不适合计入的研发活动除外，其他的都可以作为加计扣除的研发活动享受优惠政策。2017年5月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力除比例的通知》着重强调了关于进一步激励中小型加大研发投入的优惠，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工艺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到75% 。2018年9月新出台的财税〔2018〕99号文更进一步扩大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企业范围，所有从事研发投入的企业均符合要求，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
研究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不断升级利好，主要原因在于该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最为显著，不同税收优惠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排序通常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率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韩仁月，马海涛[19]，2019）。
本研究的假设主要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传统能源企业的激励效果，纵向角度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分析传统能源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横向角度则将传统能源企业按其所属明细行业进行细分，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宏观上有效促进传统能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国内外已有文献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具有正向激励效应，研发投入时的税收优惠，能缩小企业应税所得额计税依据，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使企业有更多可支配资金，有利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过激励政策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陈海声等[20]，2011；周克清等[21]，2012；赵月红等[22]，2013；刘放等[23]，2016），从不同税收优惠效果的角度研究，研发加计扣除的激励效应获得了普遍认可（王春元[24]，2017；陆雅雯[25]，2018）。
假设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传统能源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逐年扩展。
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的目标，政府希望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尽可能投入最少的生产要素取得最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武剑等[26]，2015）。为推动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撬动企业创新的禀赋，政府采取税收激励政策来提升企业R&D的投入,短期内R&D税收激励每减免10%，企业研发强度将增加1.98%（Rao [27]，2016），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税收激励效应更好（Lokshin & Mohnen [28]，2012）。 加计扣除政策具有诱导效应（Han & Manry [29]，2004)，从2013年起，我国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进入了不断修订和完善新阶段，经过历次改革，研发支出的归集口径逐步得到了细化，优惠范围由过去的“正列举”改为了“负列举”，这不但有利于降低企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时面临的涉税风险，还能唤起企业的研发意识和战略意识，意识到技术开发能减轻企业税负，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2015年起，有研发投入的传统能源上市企业比2014年增加了近70家，增幅明显。

假设3：传统能源企业异质性因素影响加计扣除激励效果。

企业存在的异质性因素影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激励效果，与企业生命周期、企业行业特征及的企业所处的外部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而言，加计扣除激励效效最佳，但市场化程度高低影响激励效果，市场化程度越高，加计扣除政策激励效果反而表现较差（李万福等[30]，2016；任海云等[31]，2017）。传统能源企业，包括生产和加工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企业，承担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传统能源按明细行业又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一次能源企业，如炼油厂、探矿厂，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加工为主，并将产成品供应给下游企业；第二类是二次能源企业，如火电厂、水电厂，与一次能源联系紧密，原料多来自一次能源，但产出的能源形态发生了质的改变；第三类是能源化工企业，主要用传统能源生产化工原料；第四类是能源辅助企业，如勘探机、钻井设备制造厂，主营能源勘采设备、运输、装卸和管理等服务，与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联系密切。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2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和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需的相关数据均选自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2015年，有研发投入的传统能源上市企业比2014年增加了近70个，增幅明显，且2018年加计扣除政策发生了变动，因此本文选取了2015-2017年传统能源上市企业信息，初始样本数量为181个。以下是样本筛选的过程：
首先，对于个别指标缺失的企业，研究前搜集了东方财富网中披露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信息来查找研发支出情况，仍无法获取有效信息的，该样本予以剔除；其次，为了能同一水平上量化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研究前将3年内出现无研发支出、适用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发生改变的样本企业予以剔除；第三，样本中排除了ST和*ST企业，以及3年内出现过销售毛利率为负值的企业，保证样本对象均处于正常的生产经营状态；最后，为了统一各样本企业享受的加计扣除优惠比例，样本中不再考虑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过筛选，最终得到了145个传统能源企业有效样本的435条观测值。
2.2  变量设定

本研究参考了王登礼（2018）、任海云（2017）等学者采用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激励的量化方法，将变量划分了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变量
	名称
	计量方法
	符号

	因变量
	研发投入力度
	年度研发支出总额/营业收入
	R&D

	自变量
	加计扣除优惠
	年度研发支出总额*50%*企业所得税税率/期末资产总额
	PDI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Size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DAR

	
	存货周转率
	当期营业收入/期末资产总额
	ITR

	
	销售毛利率
	（销售净收入－产品成本）/销售净收入
	OPM

	
	营业成本率
	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OCR

	哑变量
	按明细行业划分
	1.一次能源；2.二次能源；3.能源化工；4.能源辅助
	Ind


因变量：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R&D），即企业当年的研发支出总额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企业研发投入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更多的收入和利润，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自变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50%的优惠乘以企业所得税税率，即为企业因发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而享受到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减免。为了解决研发强度和解释变量本身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中采用所得优惠额除以期末资产总额的方式衡量加计扣除优惠力度（PDI）。

控制变量：结合企业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衡量指标，一共设置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AR）、存货周转率（ITR）、销售毛利率（OPM）和营业成本率（OCR）五个指标，衡量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哑变量：按照传统能源上市企业所属明细行业（Ind），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四类：一次能源企业、二次能源企业、能源化工企业和能源辅助企业。
2.3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多变量回归模型，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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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R&D量化企业研发投入力度，α为常数项，β1-9为相关系数，其中系数β1的经济含义是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单位的加计扣除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力度的改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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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残差项。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所列示的是对样本对象的总体描述型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得出，样本企业的总体研发投入力度达到了3.64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力度达到了0.162。但在比较极值后发现，样本企业的研发力度最大为20.215，最小仅为0.001，说明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差距大；加计扣除优惠力度最低为0，最高为1.967，相差近20000倍。从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分析，企业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销售毛利率和营业成本率的分布不均匀，其中资产负债率的标准差达到了19.808，差异较为明显；而企业规模的平均值虽然达到了21.437，但标准差比较小，仅为2.508，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差异较小。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D
	435
	3.642
	3.458
	0.001
	20.215

	PDI
	435
	0.162
	0.189
	0.000
	1.967

	Size
	435
	21.437
	2.508
	16.560
	28.509

	DAR
	435
	45.448
	19.808
	4.846
	89.270

	ITR
	435
	9.621
	9.961
	0.296
	70.980

	OPM
	435
	27.791
	12.798
	-0.484
	65.030

	OCR
	435
	95.565
	14.280
	54.780
	184.783


3.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3是经过Spearman相关性检验运算得出的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结果发现：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与加计扣除优惠力度相关系数为0.827，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与销售毛利率的相关系数为0.415，两者与研发投入力度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与营业成本率的相关系数为0.022，相关性不明显。相反，研发投入力度与企业规模、存货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其中与企业规模和存货周转率的系数分别为-0,705和-0.59，负相关性显著。
	表3 变量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

	变量
	R&D
	PDI
	Size
	DAR
	ITR
	OPM
	OCR

	R&D
	1
	
	
	
	
	
	

	PDI
	0.827
	1
	
	
	
	
	

	Size
	-0.705
	-0.727
	1
	
	
	
	

	DAR
	-0.393
	-0.362
	0.359
	1
	
	
	

	ITR
	-0.59
	-0.42
	0.44
	0.249
	1
	
	

	OPM
	0.386
	0.181
	-0.262
	-0.301
	-0.288
	1
	

	OCR
	0.022
	-0.04
	0.041
	0.265
	-0.104
	-0.5
	1


3.3  样本的回归分析
经过Hausman检验后，样本总体的P值低于0.1，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按时间顺序和明细行业，进行了分组稳健回归，得到了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如表4所示。样本的R2值在0.656-0.755之间，模型的拟合度较高；F值最低为27.41，统计效果较为显著；VIF值最高不超过1.82，表明回归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样本总体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加计扣除优惠力度每提升1个单位，即可促进企业增加6.957个单位的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说明加计扣除优惠总体上能有效促进传统能源上市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假设1得到了证明。
将样本按分年度进行回归后发现，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在2015-2017年间均为正向激励，且力度逐年上升，在2017年时激励系数达到了9.305。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2015-2017年，我国正逐步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战略的相关财政政策，并在税收上进一步细化并完善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归集口径，这对研发投入具有积极的作用，假设2由此得到了验证。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对企业研发投入力度的制约作用逐年减弱，但资产负债率的负作用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将样本按明细行业进行回归后发现，加计扣除政策对一次能源企业研发的激励系数仅为3.844，明显低于总体样本的系数6.957；政策对能源辅助企业的激励效应为14.9、对二次能源企业为12.58，说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激励效果受企业异质性因素影响，假设3得以验证。分析控制变量相关系数后发现，一次能源企业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激励效应系数会降低0.26，说明企业规模会限制某些企业的研发投入；营运能力中，提高存货周转率可能对一次能源企业和二次能源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分析能源辅助企业、二次能源企业和能源化工企业盈利能力的回归系数后可判断：营业成本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营业成本率不一定能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销售毛利率对研发投入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表4 样本的稳健回归

	
	总体
	按年份
	按明细行业

	
	
	2017
	2016
	2015
	Ind1
	Ind2
	Ind3
	Ind4

	PDI
	6.957***
	9.305***
	7.321*
	5.635*
	3.844***
	12.58***
	8.054***
	14.90***

	
	-3.99
	-5.28
	-2.1
	-2.51
	-4.5
	-3.63
	-4.95
	-8.110

	Size
	-0.25***
	-0.086
	-0.276*
	-0.314***
	-0.26***
	-0.034
	0.101
	0.272

	
	(-3.71)
	(-0.96)
	(-2.13)
	(-3.5)
	(-3.95)
	(-0.29)
	-1.09
	-1.81

	DAR
	-0.02***
	-0.031**
	-0.024*
	-0.014
	-0.014
	-0.031
	-0.007
	-0.033*

	
	(-3.59)
	(-3.17)
	(-1.99)
	(-1.45)
	(-1.83)
	(-1.71)
	(-1.16)
	(-2)

	ITR
	-0.019*
	-0.011
	-0.014
	-0.036*
	-0.016**
	-0.039**
	0.01
	0.017

	
	(-2.41)
	(-1.06)
	(-0.94)
	(-2.08)
	(-3.06)
	(-2.92)
	-0.500
	-0.750

	OPM
	0.109***
	0.107***
	0.108***
	0.104***
	0.022
	0.0842**
	0.132***
	0.122***

	
	-10.23
	-5.54
	-5.73
	-5.27
	-1.74
	-3.05
	-11.21
	-5.01

	OCR
	0.113***
	0.115***
	0.129***
	0.090**
	0.020
	0.109***
	0.143***
	0.105***

	
	-8.49
	-6.23
	-4.690
	-2.830
	-1.13
	-3.97
	-7.64
	-4.74

	α
	-4.728*
	-8.535*
	-5.633
	-1.216
	5.493*
	-8.027
	-16.5***
	-15.4**

	
	(-2.06)
	(-2.54)
	(-1.30)
	(-0.31)
	-2.420
	(-1.85)
	(-5.28)
	(-2.9)

	N
	435
	145
	145
	145
	108
	93
	126
	108

	F
	130.88
	47.12
	44.63
	36.96
	27.41
	33.78
	29.97
	108.00

	R2
	0.685
	0.751
	0.674
	0.656
	0.755
	0.739
	0.744
	0.712

	VIF
	1.45
	1.52
	1.47
	1.49
	1.59
	1.82
	1.40
	1.36


（注： *p<0.05；**p<0.01；***p<0.001，下同。）
3.4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本模型采用GMM（Gaussian mixture model）回归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表5的GMM回归与稳健回归结果的比较后发现，除了加计扣除优惠力度系数有一定的上升、企业规模系数略有下降外，其他系数基本保持一致，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5 GMM回归和稳健回归结果对比

	
	GMM回归
	稳健回归

	PDI
	8.56***
	6.957***

	Size
	-0.144***
	-0.251***

	DAR
	-0.024***
	-0.022***

	ITR
	-0.0138  
	-0.019*

	OPM
	0.104***
	0.109***

	OCR
	0.111***
	0.113***

	α
	-7.21***  
	-4.728*

	N
	435
	435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15-2017年145家传统能源上市企业的数据，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为重点，同时结合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率等重要因素，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归纳并总结出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第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有利于传统能源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激励效果受企业异质性因素影响。对于规模型一次能源企业，研发会面临以下困难：首先，企业内部有大量的低技术生产设备待报废、劳动力素质待提升；其次，经营者对潜在的研发风险和利润较敏感，以及对税收优惠实际“减负”效用的疑虑和担忧。国家不应对传统能源企业进行“一刀切”式的“增负”， 而应深入了解传统能源各行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有针对地出台一些优惠措施，具体方案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探索：研发投入环节，税收优惠侧重加大对传统能源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通过缩小企业所得税税基来降低税负，为企业“开源”、“节流”，让企业有更多的自有资金来支持长期的研发投入。但加计扣除政策并非侧重成果产出，过高的加计扣除比例不一定能促进企业将投入转化为成果，所以加计比例的提升比例应结合研发过程和成果。研发过程中，优惠应进一步明确企业研发支出明细项目支出限额或比例。尤其是研发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招待费、手续费和佣金等支出，明显偏高的比例不仅影响提高研发的积极性，还容易使得企业利用优惠政策来逃、漏税，进而造成税收流失。因此它们应当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扣除范围内，通过限额管理，促进企业研发质量的提高。研发成果销售时，税收优惠应侧重对新技术节能环保产品收入的减免税政策。企业从加大研发投入，到研发的新产品进入市场之初的导入期，可能会长时间亏损，且新产品被消费者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积累。若将“自取得第一笔收入起减免税”递延至“自获利年度起减免税”，既能充分发挥亏损弥补政策的优惠作用，又有利于传统能源企业切实享受到收入的税收优惠，对促进研发积极性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资产负债率和存货周转率对于传统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不利影响。传统能源企业通过增加债务融资来扩大规模，这会增加企业还本付息的压力；企业决策时若不充分考虑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会导致供求失衡，既影响存货质量，也降低了营运效率。
因此，本文对传统能源企业的研究投入提出下列建议：一是经营管理重视质量和效率。企业应提升生产运营能力，充分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内涵，把握蓝色可持续发展的导向，通过内部生产经营物力和人力资源的调整，降低营运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二是存货应满足流转需求。市场在资源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能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2018年新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旨在通过增加企业的排污成本来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企业应需要充分调研市场需求，了解最新税收政策，深入学习新生产和管理技术，将“供大于求”的生产成本用于研发，用优化资金供给的方法来解决研发投入困难的问题，使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用于研发投入。三是要加强“产学研”合作。企业应当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资源，更好地发挥企业出场地设备、高校和研究所人才资源上的优势，加强与它们的联合人才培养和交流。同时，企业要加强日常财务管理，对研发支出进行独立核算，尤其要将内部实际研发支出和委托研发支出进行合理的划分，并加强核算管理，降低并消除涉税风险。
总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若真正发挥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扶持和企业内部决策与管理的调整优化，缺一不可。税收决策者继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将研发优惠过程全覆盖，切实提升企业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企业加强内控管理，做好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上的“加法”和“减法”，有力弥补目前存在存货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等短板，真正体会到研发投入的国家支持和长远发展，让传统能源行业焕发生机，让能源行业真正实现绿色发展，加快“中国制造”迈向“2025中国创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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